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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
欧阳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从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发行渠道管理和危机管理５个方面研究中华书局
的企业管理制度，从中可以发现：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中华书局通过考试进用人员，注重培养提高员

工的素质，通过各种方式激励员工；财务管理方面，中华书局建立了严密科学的财务管理体系；生产

管理方面，中华书局突出产品生产的精品化和生产经营的多元化；发行渠道管理方面，中华书局通

过设立分支局、特约经销处等方式来建立发行网络；危机管理方面，面对危机，中华书局主要领导勇

担责任，同时主动与媒体合作并积极谋求行业协会的支持。中华书局科学规范的企业管理启示我

们，今天的出版行业应该以文化为自身定位的关键，同时转变思维，学习新技术，树立“大出版”经

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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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是中华书局成立１００周年的纪
念日，中华书局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中华

书局何以能够与商务印书馆一道成为民国时期出版

界的“双子星座”？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缘于中华书

局的高远定位和文化与商务的平衡艺术；从微观层

面上来看，中华书局的成功之道则是“横看成岭侧

成峰”。就笔者已掌握的文献来看，有一些研究涉

及到了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但是这些研究只

是从侧面谈到了企业管理制度，缺少对中华书局企

业管理制度系统的专题性研究。本文意在综合运用

编辑学、出版学和管理学的理论知识，结合相关史

料，对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梳理。

中华书局初创时是５人集资的合伙制公司，１
年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中华书局逐步制

定了较为科学化、规范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包括人力

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发行渠道管理以及

危机管理等。

　　一、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企业进行的人力资源规划、

招聘、培养使用及组织等各项管理工作的总称。其

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的规律和方法，正

确处理和协调生产经营过程中人与人、人与事、人与

物的关系，使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在时间和空间

上达到协调，实现最优组合，做到人事相宜、人尽其

才、人尽其用，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企业的经

营目标。［１］（Ｐ３０２）实践中，中华书局在人员进用、培训、

考核以及激励等方面逐步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从而保证了其经营目标的顺利达成。

１．书局进人的方式
中华书局进用员工主要有４种方式：一是经熟

人介绍进局；二是聘请；三是培训；四是考试录用。

前两种方式主要表现在进用编辑方面，是非常态的

方式。中华书局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近乎

托拉斯的大型出版企业，在组织机构方面设有“一

处三所”，即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编

辑所是书局中人才最为集中的部门，为书局的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编辑人员大多是学有所长、术有所专

的优秀人才。“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包括局外编

辑），其中不乏知名人士，早期有梁启超、范源廉、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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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诰、马君武、戴懋哉、张相、高野侯等人，以后有舒

新城、金兆梓、田汉、张闻天、左舜生、陈启天、潘汉

年、王宠惠、李登辉、徐志摩、谢无量、马润卿、张士

一、朱文叔、章丹枫、周宪文、钱歌川、钱亦石、张梦

麟、周伯棣、郑午昌、葛绥成、桂绍盱、武育干、陈伯

吹、李平心等人。”［２］他们或是由熟人朋友引荐介

绍，或是由书店直接物色聘请，或是经招考择优选拔

录用进入中华书局的，担任着选题组稿、编辑加工乃

至著述编译等重要工作［３］。此外，进人的非常态化

方式在１９３２年以前的各分局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分
局经理们在人事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存在着引用同

乡戚族的现象，容易产生财务监督管理上的弊端。

为了防止此类弊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陆费逵提请董事
会通过了分局用人标准的规定，“分局用人，经理同

乡介绍者，考试录取额不得超过四分之一，须凭考卷

照片经过总局核准。经理绝对不得任用戚族。前用

同乡超过四分之一者，应该酌量辞退”。［４］（Ｐ３３５）

培训也是中华书局的一种非常态进人方式，包

括委托代培和自办培训。委托代培方面，１９２２年９
月，中华书局曾经委托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开办国语

商业夜校，招收学员６０名，设有国语、商业及书业常
识（编辑、出版、印刷）等课程，陆费逵亲自讲课，题

为“书业商之修养”。学生毕业以后量才录用。自

办培训方面，１９３５年９月，中华书局自设职业训练
所，由舒新城、王酌清、薛季安、武佛航等组成委员

会，日常理事由武佛航教授负责。招收学员３０人，
学习期１年，前半年全日上课，后半年白天派往各部
实习，晚间上课，供膳宿，不收学费，视月考成绩给予

奖金４～１２元，或令退学。录用后月薪为 ２５～４５
元。同年 １２月，又招一期，至 １９３６年 １０月结
束。［４］（Ｐ３３３）书局自招学员并加以培训有两个好处：一

是中华书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锻造所需要的员

工，使员工的素养与书局的要求高度统一起来；二是

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书局具有很高的忠

诚度，能够保证书局人员的稳定，有利于书局的长远

发展。

考试是中华书局进人的常态化方式。早在

１９１３年５月，董事局就制定了《任用职员规程》，规
定进用职员，除特别延聘外，一律要经过考试、试用，

合格后正式录用；以考试为原则，以举荐为例外。据

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３６年的２５年间，在《申
报》上刊登招聘及招考广告，共有２０多次，招聘和
招考的人员，包括编译、缮校、书记、分局正副经理、

账房、柜员、庶务，以及学习员、学生等。［４］（Ｐ３３２）针对

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考试方式：对于应聘中高级岗

位者，先报名再函约面试；对于应聘初级岗位者，实

行集体考试。集体考试报考人数超过１０００人的有
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３６年５月的一次考试，报名者有
１７００多名，最后录取４２人；第二次是１９４０年６月
的一次，报考者有１３００多名，最后录取６０名。对
于１９４０年的这次考试，当时还有面试者写了一篇
“应试记”［５］发表在《申报》上，摘录如下。

这次投考的资格，规定：（１）初中毕业执有文凭
者；（２）本届暑期毕业之初中生；（３）高中肄业曾在
其他商业机关服务者；并需精通写算，略懂一些薄

记。手续很简单，只要你写一封自荐信，寄至哈同路

中华书局驻沪办事处，并附半身照片一张就行了

……这次公开考试，报名的人数差不多有 １３００
余人。

经过严格的选剔后，准予应试的记２４０余人，考
期是上星期日上午，地点假南阳路滨海中学。

……主考者为该局账务部主任武育干先生

等……

考试的科目分国文，英文，常识，算数与薄记等

四种。国文题目很是简便的，做作文一篇，题目是

“求学与求业”。

英文试题计分两类，（１）名词译英，共生字六
个，信纸，信封，自来水笔，折扣，发票，收购，大都关

于商业方面。（２）词句译汉，包括词句十一题：关于
商业方面的，如 Ｄｒａｆｔ，ｂｉｌｌ，Ｈｅｒｅｉｓａｂｏｔｔｌｅｏｆｂｒｉｇｈ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等。关于常识方面的，如Ｓｅａｓｏｎ，ｔｉｃｋｅｔ，ｅｌｅｖａ
ｔｏｒ，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等。

常识试题凡九个，内容无所不有，例如：（１）现
在往重庆有几条路可走？其经过重要地方试列举

之。（２）你所喜欢读的书籍和杂志有些什么，列举
出来并分别说明其优点何在？……（４）“投机”与
“投资”有何不同？

……

听说这次名额内定六十名，考取者分派该局账

务部，编辑所，发行所等处服务。在服务期间，除支

取正薪外，尚有基本津贴，生活津贴等等。将来习业

期满还可升为正式职员。

揭晓约须在一月之后，因为录取名单定夺后，照

例须转香港总局请核。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书局考试制

度之规范。严格的考试选拔使那些具有真才实学、

自身素质符合书局要求的人员能够“得其所”，进而

在工作中“尽其才”。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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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员工的培养方式
中华书局是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己任的出版企

业，这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企业员工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来

实现，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员工文化水平，使

员工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知识生产和传播。

由于中华书局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大

型出版企业，不同部门的员工在文化水平上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应充分考虑到他们对文化知识的不同

需求。总的说来，中华书局员工的培养方式主要有

设立中华书局图书馆、支持员工结社、资助员工出国

深造、鼓励员工业余进修等。这些多样化、分层次的

培养方式，使中华书局的大部分职工都从中受益。

３．员工的激励方式
中华书局对员工的激励方式主要有工资激励、

奖励金激励、福利待遇激励以及附股激励等。

首先，中华书局的员工工资待遇在业界仅次于

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同行相比居于中上水平，而高级

编辑的待遇则较商务印书馆为优。当时的很多年轻

人都以能到中华书局做事感到光荣，原因之一就是

相对丰厚的工资待遇。其次，在奖励金方面，中华书

局对有重大功绩员工的奖励是非常慷慨的，舒新城

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５日的日记中有记述：“去年公司因
印刷营业特好，而瑾士对于印刷研究与发明之功至

大。伯鸿去年赠以五千元特别酬劳，我尚嫌少。”当

时总经理陆费逵的月薪为４００元，５０００元的奖励金
分量是相当重的。再次，在福利待遇上中华书局充

分做到了以人为本，１９２０年根据《同人储蓄寿险章
程》设立了寿险部，开办同人储蓄寿险，便利同人福

利，共谋幸福。逢有员工去世，书局还会送治丧费与

抚恤金，并担负其未成年子女的教育费用，这些措施

可以让员工们无后顾之忧，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

对书局的向心力。最后，在员工附股方面，中华书局

对工作绩效突出的员工通过允许其认购公司股份的

方式来作为回馈，如总店店长李默飞为中华书局编

教科书出力甚多，书局便允其以编辑费１３００元附
股。以附股作为激励的方式既可以留住人才，同时

也可以增加书局的发展资金，对书局扩大生产规模

和开展多种经营是有好处的。

　　二、严密科学的财务管理

企业的财务管理是指企业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

各种资金的形成、分配和使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

控制管理的总称。［１］（Ｐ２８７）中华书局的财务管理在

１９１７年以前较为混乱，１９１７年以后逐步建立起完整
严密的财务管理体系。

中华书局初期的领导班子由６个人组成：陆费
逵、戴克敦、陈寅、沈颐、沈继方和沈知方。陆费逵和

沈知方都是出版业难得的多面手，精通出版与发行，

戴克敦、陈寅、沈颐以前均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

员，“沈继方在商务从事保管等事务，对出版业务不

太精通，他原先能拆借资金的本领因自己破产之后

也难以施展”［６］，因此在６人中除了沈继方，其他人
对财务管理均不在行，沈继方由是于１９１３—１９１６年
任中华书局监察之职，１９１６年病逝于任上，从后来
事态的发展来看，沈继方在中华书局的财务监管上

并未有大的作为。

１９１７年，中华书局在经济上发生了极大的困
难，称为“民六危机”，中华书局财务管理上的混乱

在这次危机中彻底暴露出来。在“民六危机”中，武

进士绅吴镜渊以垫款人身份进入中华书局，继由股

东查账代表当选为监察、驻局监察、驻局董事和常务

理事，负责对企业进行改革，对分局进行整顿。“吴

氏深知经济是企业的命脉，首先要堵塞漏洞，掌握稽

核这一关，于是董事会议决：‘公司逐日账目，应由

监察检阅，月终将支款凭证交监察审核无误，应于总

结处盖印，年终于总清各款总结处盖印。’又为健全

账务制度，全权委托吴镜渊办理。后来又于监察之

下设稽核处，由吴镜渊任主任，其下分设核算员、稽

核员，对 于 总 店 和 各 分 局 严 加 稽 核 各 部 账

目”［７］（Ｐ２１３），吴镜渊善于理财，在汉冶萍查账案中颇

有名声，他对待工作又极认真极负责，“吴老先生到

中华后，办事严明细致，确实使人敬佩。大事不用

说，就是连一只痰盂都要编号入册，有专人负责管

理”［７］（Ｐ２１４）。

经过吴镜渊的一番努力，中华书局得以建立起

较为严密、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由常务理事吴镜

渊代表董事会对企业进行财务监管和审查，后来这

也成为中华书局的定例。此后的中华书局虽然也遭

受过一些波折，但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始终没有出现

大的问题，这得益于吴镜渊对中华书局的财务管理

系统的改革与完善。

　　三、精品化与多元化的生产管理

中华书局在生产管理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

是产品生产的精品化，二是生产经营的多元化。

１．产品生产的精品化管理
中华书局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高品质的学术出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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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机构，这与中华书局所坚持实行的精品化生产管

理是分不开的。中华书局的精品化管理贯穿于图书

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图书的文字出错率

被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内，在图书版式设计、装帧、用

纸等方面也达到了业界的领先水平。

当时中华书局为了在图书的印刷质量上取胜，

花重金从美、德等国进口了一批先进的印刷设备和

白度较高、强度较好的道林纸，使图书在形式上得以

取胜。形式上的精品化还需要图书内容的精品化相

呼应，这从《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

大部头图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可以窥见一斑。这些

大部头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参与的人员多、持续的时

间长、耗费的资金大，可以说是旷日持久。在这样大

型的编辑出版活动中，要将精品化管理贯彻始终，客

观上来讲是一个管理难题，但是中华书局用主观上

的努力化解了这一客观上的难题。总的来说，这些

大部头图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的精品化管理可以归纳

为两点。

一是工作的计划性强。以影印《古今图书集

成》为例，“影印这样一部大书，其工作量相当巨大

而又艰巨，必须配合出书时间组织各个环节协调进

行，在编辑出版部门挖潜力，并指派业余加班，相互

合作，分工负责，共同努力完成出书任务。属于编辑

部门的工作，由舒新城所长负责……属于出版部门

的工作由路费叔辰部长领导”［８］。又如《辞海》，由

于已经有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专美在前”，所以中

华书局的《辞海》要想后来居上就必须在内容上有

所创新。中华书局为了全力打造《辞海》不同于《辞

源》的独到之处，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直到

１９２８年才由舒新城开始正式主持《辞海》的编辑工
作，但由于工作计划抓得不紧，计划性不强，进展并

不理想，于是陆费逵又于１９３０年延聘当时在北京中
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沈朵山来主事。沈到任后锐意革

新，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重新调用人员，终于在

１９３６年上半年出版了《辞海》的上册。中华书局的
几部大部头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时间跨度大，要是

没有周密的计划，完成这样浩大的精品图书出版工

程是难以想象的。

二是严格的全程质量把关。中华书局的图书注

重精编精校，编校质量之高获得了文化界和教育界

的认可。《四部备要》的编辑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在《四部备要》之前有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

刊》，前者不同于后者的地方就在于前者注重实用

而非版本，因而《四部备要》选用的版本是经过清代

学者校勘、考证过的印本。《四部备要》在编印之初

就请宿儒悉心校对多至１０余次，对原书中的讹误之
处进行处理，出版后又多次勘误。到 １９３４年重印
时，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称如果

能在《四部备要》中发现一个错字就能获得１０银元
的酬金，这件事被传为业界美谈。全程质量把关是

中华书局实行精品管理、打造精品图书的要诀。

２．生产经营的多元化管理
中华书局的主营业务是图书出版，在主营业务

之外又兼做其他经营，主要有大力发展印刷业务、发

行期刊、经营文具仪器、开办教育培训机构等。这些

副业不仅为中华书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

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中华书局的多元化经营

势必要求生产管理上的多元化，中华书局生产经营

的多元化管理基于这样的经营理念：书业为主，印刷

为辅，多业为补。

中华书局首先是一家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己任

的文化企业，这也是其文化使命之所在。因此，书业

是书局产品生产经营的重心。中华书局长期稳居民

国出版业第二的位置，在图书出版的品种和质量上

也无愧于这个位置。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的 ３８年中，中
华书局共计出版图书５９０８种，约占民国出版物总
数的１４％。

印刷业是中华书局一大经济支柱。中华书局的

印刷业务营业额在总营业额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１９３６年以前所占的比例大概在 ２０％ ～３０％之间，
“１９３６年５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６
年间，共计承印钞券２１批，营业额累积达２８００余
万元，平均每年营业额达４７０余万元，约占中华书局
营业额的４５％”［９］，这一比例远高于同时期商务印
书馆的９３７％。印刷业虽然是中华书局的经济支
柱，但其定位仍然是辅业，原因就在于中华书局是提

供内容的文化企业。

发行期刊、经营文具仪器、开办教育机构等是作

为中华书局的补充业务而存在的，这些副业不仅带

来了经济利润，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中华书局在文化

界和教育界的影响力，实现了中华书局的品牌增值。

　　四、发行渠道管理

今天的出版界有“渠道为王”的说法。事实上，

民国时期的出版界对此体会得就较为深刻，在实践

中也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的路子。中华书局的主要创

办人都是从商务印书馆中脱离出来的，商务印书馆

的发行渠道在业界做得很成功，主要包括创办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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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组建现批处、设立特约经销处和经销店。中华书

局在发行渠道管理上借鉴了商务印书馆的做法，同

时又根据自身情况有所改进。

１．创办分支局
中华书局趁商务印书馆误判形势之机，靠着

《中华教科书》系列迅速夺走了原本属于商务印书

馆的部分教科书市场份额，从而站稳了脚跟，开始与

商务印书馆分庭抗礼。中华书局能够迅速打开市场

与广设分支局是分不开的，当时在北京、天津、奉天、

南昌、汉口、广州、杭州、南京、温州设立了９处分支
局。限于人力和财力，又为了快速打开局面，在设立

分支局时曾广泛采取与当地士绅合资开办分支局的

方式，如初期的９处分支局中南京、奉天、北京、天
津、杭州５处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办的。后来中华书
局实力壮大了，合办书局也就陆续收回自办了。到

解放前，中华书局在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分支局已达

４０余处，其中只有济南教育图书社和青岛分局仍是
合资设立的。

中华书局对分局的监督管理颇为严格，印有两

本《办事通则》，为管理分局的规章制度；将全国的

分局分为若干区，每个区设一名监理人，以便就近监

督分局；将对分局的视察作为一项常规工作，１９３６
年６月专门制定了《视察分局简章》１４条并通告施
行。分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推销本局出版图书，推销

的手段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依靠当地旧书店代为

推销，这需要给回扣；二是依靠当地中小学校长，校

长手中握有一定的教育资源，对教材的选用有决定

权；三是依靠当地乡绅，请他们向中小学施加影响。

中华书局选择分局经理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一）品德较优，（二）文化水平较高，（三）是本业

的同行，（四）要懂一点经济”［１０］。总店、分局、印刷

所是中华书局利润的三大来源，其中尤以分局为大，

１９２１—１９３５年间，分支局对利润的平均贡献率为
３５．６１％。分局的重要性对中华书局来说是不言而
喻的，因而在分局经理的选择上也就慎之又慎。

２．设立特约经销处
中华书局创立后的头几年，业务呈井喷式发展，

为了铺设遍及全国的发行网络，除了建立分支局外，

设立特约经销处也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全国有不少

城市都设立了特约经销处，经销处有的是独立招牌，

有的则挂“中华书局 ｘ记”，称“挂牌分局”，如扬州
的“中华书局峻记”。这些特约经销处由于地处中

小城市，市场份额有限，所以既做零售也做批发，有

效填补了分布于大城市的分支局发行网络的遗漏

之处。

３．添设通信贩卖部
通信贩卖部是通过邮政系统来满足顾客对图

书、文具、仪器等需求的零售发行机构。１９１７年，中
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相关广告［１１］：

本局现为方便内地顾客起见，特设通信贩卖部

于上海总店，不独本局出版之件可以函购，即上海各

种物品亦可代买，办法如下：

贩卖品：（甲）本局出版书籍、仪器、文具、笔墨、

信笺、信封、名人对联、画屏、折扇及欧美原版书籍

……（乙）上海书肆出版图书；（丙）各药房药品及一

切饮食衣着品……

通信贩卖部做的是零售，既销售本版图书也销

售非本版图书，同时还兼售其他学习或生活用品。

这种零售形式的发行渠道是对书局批发渠道的一种

有益补充。今天的出版企业除了批发业务之外，也

通过邮局做零售服务，零售并非出版企业的主要发

行方式，但仍然要做，原因就在于零售服务能够满足

顾客的个体消费需求，体现出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

服务意识，对出版企业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有积极

作用。

　　五、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是指组织机构在正常的生存和发展过

程中，针对可能面临或正在面临的危机，为了预防和

消除系统内的不平衡状态所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的总称，目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机，乃至变危险为机

会。［１２］危机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１９６０年代，但
是有关危机管理的实践要远远早于其理论。中华书

局浮沉民国书海３８年，经历了许多波折，主要有：
１９１７年“民六危机”；１９１６年与商务印书馆争夺《饮
冰室合集》版权；１９１９年商务印书馆控告中华书局
“毁誉”案；１９２７年中华书局发生工潮；１９３４年《闲
话扬州人》被控案。中华书局最终都妥善处理了这

些危机，化险为夷，其危机管理实践对今天的出版界

是有参考价值的，主要经验有以下３点。
１．重视与媒体的合作
以上所列举的危机在《申报》上都可以见到。

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记者主

动进行报道；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华书

局主动与媒体合作，在媒体上刊登启事或声明。

《申报》是中华书局选择合作的首要媒体，除了《申

报》外，《大公报》《晨报》等当时的主流媒体也是中

华书局进行媒体公关的舞台。在“民六危机”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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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局就多次在《申报》上刊登告示，主要是针对顾

客和股东。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８日的《申报》上，中华书
局就刊登了敬告各埠同行的启事，声明秋季应用各

书正在日夜赶印，已陆续发出，绝不误期，可就近向

各分局配货，万勿为造谣者所惑。此后的一年多时

间里，中华书局又陆续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向社

会告知书局的最新情况，向股东谋求偿还债务的办

法，有效缓解了股东的恐慌和不满情绪。信息的公

开透明是应对危机的必要手段，“谣言止于智者”，

今天的出版业在面对危机时更要有勇气直面媒体，

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

２．积极谋求行业协会的支持
民国时期上海有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属于上海

商会的一个分支，是出版印刷业的行业协会。上海

书业同业公会对规范同业的经营行为、协调同业之

间的关系、协助同业应对危机等方面曾起到过积极

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曾长期担任上海书

业同业公会主席，有一定的威望。关于书业同业公

会的职责所在，陆费逵曾在１９３２年就北新书局所出
书籍侮辱回教一案中表达过他的观点［１３］：

北新侮辱回教之文字确实不堪寓目，不特回教

同人痛恨，即书业中人亦多认此类刊物足贻出版界

之羞。迩来屡有人函至书业同业公会，责问及此，但

同业公会实无权取缔之……今因以行政处分、变更

法律，其影响之巨不堪设想，至此不能再事旁观，始

登启示，冀与回教代表协商补救办法，此举固为出版

界全体利益计，亦为全国人民法律保障计……总之，

北新案如依法办理，无论其结果如何不利于北新，书

业公会绝无异议，但不经法律手续而废封，想不以为

然者，不独书业同人而已也……

陆费逵的这一表态是很明确的，即书业同业公

会对同业触犯法律的经营行为绝不护短包庇，但如

果不公正的法律威胁到书业同业的利益，公会也绝

不会作壁上观，书业同业公会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

是要维护同业在法律范围内的正当利益。因此，在

“民六危机”、工潮事件以及《闲话扬州人》案中，书

业同业公会都曾出面协助中华书局度过难关。

３．主要领导勇担责任
中华书局由陆费逵发起创办，其后他一直担任

书局的领导职务，前后长达３０年，任职之专且久在
业界也是罕见的。在１９４１年以前中华书局所遇到
的每次危机中陆费逵都能够直面危机，冷静、理智地

进行处理。尤其是在“民六危机”中，面对内外交困

的处境，他的好友汪汉溪请他去做《新闻报》的主

笔，范源廉请他去教育部任职，他都拒绝了，选择留

在书局和同人一道为书局摆脱困境殚精竭虑。在

１９２７年的工潮中，陆费逵直接与工人代表沟通，并
发表了一篇真挚的谈话，对危机的解决产生了积极

作用。在危机面前，逃避没有出路，直面危机、勇担

责任是企业家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六、中华书局企业管理制度对当今

出版业的启示

　　中华书局比较科学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是支撑
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企业典范的原因之一，但是其

企业管理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譬如，“人

治色彩”较浓（主要是相对商务印书馆而言），陆费

逵的个人权威对企业的“法治”造成了客观上的威

胁，尽管陆费逵主观上是严格按照企业的规程来行

事；发行上，与同行之间的竞争存在着不规范行为；

印刷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值过大，后期在一定程度

上淡化了企业的文化色彩等。对于历史，我们不能

苛求，瑕不掩瑜，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当时是

走在行业前列的，成功地做到了文化与“商务”的巧

妙平衡，也就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这对今

天的出版业是有启示意义的。

首先，找准自身定位，关注社会效益。社会效益

在当今出版业中有被淡化的趋势，这是值得警惕的。

当前，一些出版社对自身没有准确的定位，在出版活

动中过于功利化，“只出赚钱的书，不出亏本的书”。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社对于赚钱的书要大量

出，明知会亏本的社会效益型书也要适当出。很多

时候，“亏本书”虽然会给出版社造成一定程度的经

济损失，却能带来社会效益，这是出版社宝贵的无形

资产。出版的本质是文化传承，其存在的法理依据

和现实价值还在于文化上的创造和贡献，出版社应

该始终把对文化和社会效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因

此，出版社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出版活动中注重

社会效益，对过去和当今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进行挖

掘、整理、加工，运用现代化手段以符合公众认知模

式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民国时

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有自己明确的文化定

位，商务印书馆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中华书局

的“关注国民教育”给我们今天的出版行业树立了

榜样，对社会效益的注重是出版行业的优秀传统和

使命所在。

其次，创新出版理念，拓展经济效益。出版行业

自身盈利能力不足，经济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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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出版业发展的又一困境。出版行业的三大板块

分别是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教育出版

的产品主要是教辅教材，教辅教材出版是很多出版

社的主要利润来源，但是随着教改方案的实施和学

龄人数的减少，教辅教材带来的利润锐减。而在大

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数字化时代新媒体对阅读

人群的分流导致利润的稳定性不能得到保证。总体

上，就出版行业自身来说，其盈利能力是在衰减的。

因此，出版行业需要转变思维，利用新技术开创新的

盈利模式。具体来讲，出版业要树立“大出版”理

念，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何为“大出版”？笔者以为

出版业的“大出版”就是指出版业要在以图书出版

为基础的前提下，涉足酒店、房地产、金融、物流、信

息咨询等多领域的经营。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书

业为主、印刷为辅、多业为补”的经营方针或许能带

来一点启示。除了图书出版以及印刷业外，中华书

局还办过文具仪器厂和学校，利用厂基地建住宅楼

对外出售，投资设立中华大药房等，这些都超出了传

统出版的概念，对“大出版”或是一种诠释。传统出

版正在逐步衰落，数字出版正在强势崛起。出版业

转向数字出版是必然的选择。在数字出版时代，出

版业、酒店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物流业等行业可以

通过信息平台整合到一起，出版业通过自身的信息

优势涉足其他领域的经营，壮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

效益，对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和梳理民国时期

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笔者有“拨开云雾见青

天”的感觉，史海钩沉，磨洗之后，或许于解决今日

出版业管理制度之疑难与困惑有些许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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